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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阅读本报文章

□ 本报记者 尹丽

　　八十余年前，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云南呈贡大
古城魁阁崛起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精神高地。这座供
奉魁星的古阁，见证了社会学大家费孝通与一众青
年学者的治学坚守。他们扎根西南乡土、深耕实地调
研，剖析中国社会深层肌理，沉淀下穿透时代的学术
思想。前不久，一群学者重返这片学术沃土，借《文
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选读》新书发布之机，完成了
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回望与思想对话。
　　这本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侯猛选编
的费孝通文集，以“文化自觉”“社会结构”“政治权
力”“社会发展”“学科建设”五编铺陈开来，共选取了
费孝通四十余篇论文及演讲。商务印书馆编审白中
林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本书的编选构想源自2008
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提议为法科学生打
造一本读懂中国社会的实用读物，填补传统法学教
育重法条、轻社会的认知空白。
　　在侯猛看来，这本书的选编与出版得到了多位
学者的大力支持，因而是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认
为，以费孝通、陈达、瞿同祖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社
会科学研究传统，秉持“微观社会学”方法、“行行重
行行”的调研理念，以及“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的研
究范式，为本土法学研究提供了最贴合中国场景的
方法论支撑。而呈贡魁阁，可以说是这一本土学术传
统的原点与现场。

一本“看不见法律”的法律读本

　　初读《文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选读》，读者可
能会生出疑惑：一本标注法律社科领域的读本，极少
出现显性法律论述，何以成为法科研究的重要书籍？
　　白中林对此的解读是：费孝通一生其实从未远
离法治议题。其兄长费青深耕法学实务与教育领域，
曾任北大法律系主任，而费孝通本人早在1946年就
专门研讨过宪法相关问题。晚年的费孝通虽不再撰
写专门的法律文论，但其“志在富民”的实践追求、
“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的思想体系，始终是对早年
民主、宪法与人权关切的延续与深化，学术初心一以
贯之。
　　“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创造
的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白中林援引朱苏力的论
述指出，法治的根基从来不在法条文本，而在亿万民
众的生活实践。费孝通毕生深耕中国乡土、体察社会
百态，其所有研究本质上都是在解码中国社会的运
行逻辑，而这正是中国法治建设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也是这本“不见法律”的读本能够成为法治研究经典
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尤陈俊认为，当下法
学院教学多聚焦法条适用与个案推演，对法律社会
基础的认知培育普遍不足，而费孝通从乡土调研中
提炼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核心概念，恰好为法学
研究补上“认识社会”的关键一课。从早年翻译《文化
论》，到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费孝通终生围绕社会
结构、文化形态展开的思考，不断拓宽着“法律与文
化”研究的理论边界，让法治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制度
表层，而是深入到文化与社会的深层肌理。
　　“非常重要的是，（法社科研究）要求在社会生活
的宏观整体和背景中认识法律和法律事件。”云南民
族大学教授王启梁强调，费孝通的学术体系，能够帮
助研究者跳出单一的法律视角，在社会整体格局中
审视法律、解读纠纷、研判治理。
　　谈及日常中的法律，云南大学教授谭同学有更
为直白的表达：即便“费孝通的书中一个法律的字都
没有写，也必须看”。因为立法、司法、执法的每一个
环节，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制度运行，始终被社会文
化、人情伦理、乡土传统深度塑造。读懂费孝通，便是
读懂中国法治的生长土壤。

费孝通留给当代法学的最大遗产

　　重读费孝通，被视为一场法学研究的自我革新。
在诸多受访学者看来，费孝通留给当代法学的最大
遗产，从来不是具体的观点与结论，而是一套扎根中
国本土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
　　“费孝通的著作给我长期的启发是，许多法律问
题其实深嵌于社会生活之中。”谈及费孝通思想的深
远影响，朱苏力坦言，1979年前后，自己初读《乡土中
国》油印本时，便深受震撼。常人习以为常的乡土日
常、人际往来、民俗秩序，在费孝通的笔下都能提炼
出深刻的社会规律与治理逻辑。
　　即便如今中国早已告别传统乡土，迈入全面城
市化与人工智能新时代，朱苏力始终笃定费孝通的
思想从未过时：“费孝通能从人人熟视无睹的日常中
发现道理。我们的事业不在过去，我们的事业实际上
指向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赵旭东认为，
《乡土中国》虽已走入中小学课本，但其核心理论价
值仍未被充分挖掘。从“差序格局”解读乡土人际，到
“多元一体格局”阐释民族共生，费孝通始终拒绝机
械、刚性的理论框架，晚年更是着力将人的情感、体
验与温度带回社会研究。他说：“费孝通的担忧，到今
天仍然有延续的价值。”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柏峰的学术
观察中，费孝通从未刻意专题论述法律，却始终在社
会观察中蕴藏法治思考，“法律是社会的构成要素，不

谈法律不行，自然而然就讲到了法律”。这也为当下学
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不必固守学科边界、纠结专
业标签，真正的研究应当源于真实社会、真实问题。很
多看似与法律无关的社会议题，历经层层剖析、“山环
水绕”的深度探究后，往往能触及法治运行的深层逻
辑。而这，正是“费孝通式”研究的独特魅力。
　　王启梁的学术经历，更是生动印证了费孝通思
想的实践力量。1997年，还是大二法科学生的他深入
乡村开展法律服务，面对村民的现实困惑，他凭借法
条知识给出的专业答案，却始终无法让村民满意。这
场理论与现实的冲突，让他彻底跳出法条思维，重读
《乡土中国》等经典著作，开启了从纯粹法学研究向
社会学、人类学交叉研究的转型。

　　“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的这句论断，
成为王启梁多年治学的核心准则。他说：“文字类似
国家法律，具有规范性；语言则更像礼制，从具体社
会生活中生长出来，具有灵活性和地方性。乡村生活
究竟需要礼制还是国家法律，也必须回到社会环境
与实际需求中观察。”

“把魁阁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剑源从费孝通《试谈扩
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读出了当代学术研究
的破局之道。他认为，费孝通所言的学科“扩展”，绝
非追逐前沿概念、猎奇小众议题，而是回归人文本
质、深耕日常现场。“很多非常平常、非常常见的概
念，恰恰需要不断地深入探讨。（它们）往往是我们学
术新思想最好的切入点和生长点。”而且，从当年引
发学界热议的“秋菊打官司”，到如今基层治理中的
各类新型纠纷，法治的核心命题始终藏在普通人的
生活诉求里。他提醒，当代法社科研究，必须守住对
日常世界的好奇心与敏锐度，避免在技术迭代与理
论内卷中脱离社会本源。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朱晓阳谈及本书卷首的“文
化自觉”篇时分析，费孝通所论述的跨代际的沟通交
融能力、“一国两制”实践背后展现的文化包容、多元
一体和美美与共、推己及人这些概念点，不仅可以用
来“向后看”，更服务于“向前看”。而无论是“文化自
觉作为方法”，还是“多元一体作为方法”都对于重视
理论视野和概念见地的法社科研究意义重大。
　　“学术很多时候不是靠单打独斗。”尤陈俊注意
到，五编之中特设“学科建设”一编，恰对应费孝通作
为“学术企业家”的重要面向——— 他在《乡土中国》后
记里自称魁阁的“总助手”，带着学生召开“席明纳

（英文seminar的音译，意为研讨会）”、刻板、油印。
1948年，魁阁成员胡庆钧在《观察》杂志撰文《费孝通
及其研究工作》，将魁阁学风概括为自由研究的风
气、尊重个人的表现、公开的论辩与伙伴精神。在尤
陈俊看来，这是对法社科“无形学院”而言，最值得继
承的学术遗产。
　　回望这本书的诞生历程，侯猛透露，书名经历了
反复琢磨修改：从原来的“法律、文化与社会”改为
“文化、法律与社会”。他觉得，这一改动恰恰更能反
映文化的内嵌性。据他介绍，这一读本的续编已经在
酝酿之中，“到时候要和晚辈一起编，把魁阁精神一
代代传下去”。
  图① 《文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选读》新书发
布会与会人员合影。
  图② 《文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选读》书封。
  图③ 云南呈贡大古城魁阁。

　　本报讯 记者何睿 9月25日，国内首部人民调解题材AI法
治微短剧《调解员马大姐的故事》将在全平台正式上线。该剧由
法制日报社影视中心联合承制、北京没有馅饼传媒有限公司出
品，扎根基层优秀人民调解员的真实故事，立足司法行政职能定
位，借助AI微短剧的创作与传播优势，立体展现基层治理当中
的法治实践与人文温度。
　　该剧创作阶段，主创团队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提炼赡养纠
纷、邻里矛盾、婚姻家庭、房产权益等群众身边高频纠纷案例，塑
造出老调解员坚守初心、青年调解员勇担使命的人物群像，展现
人民调解事业薪火相传的生动面貌。剧集摒弃说教式普法，以充
满烟火气的百姓故事为载体，践行“先解心结、再解法理”的调解
思路，把法律条文和人文关怀融为一体，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学
法懂法，实现润物无声的普法效果。
　　本次创作得到北京市丰台区法治促进中心、北京长辛店微
短剧基地、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各方协同联
动，为本剧的实地采风、案例挖掘、内容打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重返魁阁：在费孝通述著中探寻法治的根基

  图为微短剧《调解员马大姐的故事》海报。

AI法治微短剧《调解员
马大姐的故事》即将上线

□ 张剑虹

　　9月1日，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开展，
很快吸引了许多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这次展览的
核心与立意是“典则”，系统展示中国书画在尊古与
创新中不断传承的发展历程。
　　那么，“典则”为何能够体现传承呢？这与“典则”
的含义有关。这里的“典则”出自唐代窦蒙的书法理
论著作《述书赋语例字格》中的两句话：“从师约法曰
典，可以传授曰则”。意思是：跟随老师学习并总结出
的最高标准，叫作“典”；这套标准能够被拆解、条理
化地传授给后人，叫作“则”。简言之，“典”是让人仰
望的典范，“则”是让人可学可传的法则。“典”树立范
本，“则”保障传承。

一条清晰的文脉长河

　　艺术领域的“典则”，依靠临摹、师法、教习代代
赓续。展览中的宋摹本顾恺之《洛神赋图》便是典型
例证。画作运用高古游丝描，线条如春蚕吐丝，细劲
匀净、连绵婉转，构建起中国早期人物画的审美范
式，成为后世绘画取法的“典”。王羲之《兰亭序》被尊
为“天下第一行书”，真迹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褚遂
良摹本作为“下真迹一等”的副本留存下来，恰恰承
担起传承典范的功能，让晋代书法的精神气韵得以
被后世感知。
　　而“则”代表法则的可传播性，此次展览将《洛神
赋图》摹本与山西博物院藏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屏
风并置展出。后者同样使用高古游丝描绘人物形象，
充分证明这一套绘画技法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广泛流
传，不再是个别画家的独门技艺。典范确立之后，通
过师徒授受、摹写复制，艺术法则跨越时代不断延
续，这正是“可以传授曰则”的生动注脚。
　　本次展览一共展出107件文物，策展没有刻意渲
染少数几件“顶流”国宝，而是按照时代顺序铺陈展
品，为观众铺展开一条清晰的文脉长河，直观呈现千

百年间笔墨技法、审美思想如何一代一代接续传递。
正如展览所揭示的：真正了不起的传统，不是供起来
的，而是教得会、传得下的。

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

　　除去艺术审美的维度，“典则”二字更是中华传
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关键词。溯源至《尚书·夏书》中的
五子之歌：“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这里的“典”指代
国家的典章、根本制度、成文典籍；“则”代表行事的
准则、法度与规范。二者合在一起，就是一套完整的、
可供世代遵循的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
　　在古代法文化语境之中，“典则”是国家全部法律
规范的统称，涵盖法典、律令、会典、则例、礼制规范、
行政规章等多重内容。它拥有四重鲜明特质：其一为
权威性，典则来源于国家立法或者祖宗成法，对社会
具备普遍约束力；其二为规范性，作为客观标尺评判
社会言行是否合规；其三为稳定性，作为常法长期沿
用，维系社会秩序；其四为体系性，并非孤立零散的法
条堆砌，而是制度、礼仪、律令相互交织的有机整体。
　　从制度实物来看，唐代《唐六典》，明代《大明会
典》，清代《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都是典则精
神的制度载体。清代更是发展出成熟的则例体系，大
到中央六部衙门，小到某座寺庙，都有自己的则例。
“典”偏根本制度，“则例”偏具体实施细则，合起来正
有“典章法则”意味。古语“率由典则”便是要求治理
者恪守国家法度、遵循祖宗成规办事。

《步辇图》中的天下秩序

　　“典则：唐宋书画展”不仅展现艺术的传承，部分绘
画作品更以图像叙事的方式，留存下传统法律文化的
鲜活印记。其中《步辇图》与《六逸图》两件长卷，一者书
写朝堂天下秩序，一者描摹士人精神世界，一刚一柔，
互为参照，共同呈现中华礼法文化丰富立体的面貌。
　　我们先看《步辇图》。该图记录了唐太宗接见吐
蕃求婚使者禄东赞的历史场景，这并非单纯的艺术

画作，而是初唐礼法制度、民族法制与古代外交法律
体系的具象化图像史料，直观展现了唐代礼法合一
的法律文化特质。
　　首先，画作体现了唐代法定的宾礼制度，印证了
礼即法的治理特征。唐代将礼仪制度纳入国家律法体
系，以五礼规制国家各项政务，其中宾礼专门规范外
邦朝觐、聘问和亲、使节觐见等外交活动，具备严格的
法律约束力。画面严格遵循官方等级法度，唐太宗身
形伟岸、端坐尊位，朝臣、吐蕃使者依次躬身肃立，位
次、姿态、服饰皆契合礼制规定。画中人物服色形制遵
从唐代关于服饰的规范，既彰显大唐等级秩序，又保
留吐蕃使者本土服饰，体现了礼法制度的包容性。
　　其次，画作承载了唐代民族羁縻的法律理念与
涉外司法原则。贞观年间“华夷一家”的治理思想，是
唐代民族法制的核心准则。唐蕃和亲并非单纯的政
治联姻，而是古代民族政权间的法定盟约，构建了唐
蕃“舅甥之国”的外交法律关系，明确了双方和平通
好的权利义务。这一治理模式契合唐代羁縻法制精
髓，尊重边疆部族本土习俗与制度，不强行同化治
理。同时，对应《唐律疏议》中化外人司法规则，同类
依本俗法、异类依唐律，彰显了唐代涉外法律兼顾公
平与包容的特质。
　　最后，画作体现了作为法律宣教载体的功能。古
代“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篇》），而礼、乐、图
同为政教工具。绘画承担明教化、助人伦的功能。阎
立本作为朝廷重臣，绘制此图，目的是图像化宣示大
唐天下秩序：以文德怀远，不以武力压服远邦；彰显
“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治理理念。这是古代法律文化
的重要特征：法律不只有刑律条文，更依靠礼仪、叙
事、图像塑造秩序观念。

《六逸图》里的个体精神

　　如果说《步辇图》描绘国家典则运行之下朝堂外
交、天下一统的宏大秩序，《六逸图》则把目光投向士
人的个体精神世界，展示传统礼法文化另外一种面

向。画卷自右向左依次描绘了马融、阮孚、边韶、陶
潜、韩康、毕卓六位汉晋名士的逸事。
　　画作呈现了制度之礼与自然之礼之间的张力。
汉晋以儒家礼法为国家根本，服饰、仪貌、举止均属
礼的规范，具备社会约束力。而画中六位高士大多袒
胸跣足，抛弃士大夫应当恪守的冠带威仪：马融作为
东汉经学大家，画中不见他著书讲学的儒者模样，而
是随意横卧，吹箫自娱，打破后世对经学家端肃刻板
的固有印象；吏部尚书阮孚身居选官要职，却潜心给
木屐打蜡，置官场尊卑于不顾；大儒边韶袒腹卧于席
上白日酣眠，全然不顾儒者应当勤勉端严的世俗期
待；陶渊明以葛巾滤酒，本用来束发的礼冠，被随性
用作滤酒器具；韩康布衣隐居卖药，坚决拒绝朝廷多
次征辟，终身不踏入官僚体系；吏部郎毕卓，掌管官
吏铨选，却醉酒盗取官酒，酣睡酒瓮之旁。
　　这些行为，不是对礼法制度的全盘否定。画中人
物大多深谙儒家义理，他们反对的是流于表面的形
式仪节，追求礼法内在的道德本意，这就区分了作为
国家制度的形式之礼和关乎人格操守的内在德礼，
对应传统法律文化“法之本在德”的重要观念。马融
曾以儒家经义注解汉律，深知国家典章律令不可废
弃，却反对把礼法简化为外在的衣冠姿态。
　　在他们看来，如果只执着仪表、服饰这些表层规
矩，丢失内心的仁德道义，礼法就沦为空洞的名教枷
锁。因此，《六逸图》不是单纯文人审美图绘，而是意
在凸显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取向，与官方
礼法的森严仪轨形成视觉对照。
　　通过《步辇图》和《六逸图》，我们看到了中华礼
法文明的包容性：既有国家法度的权威约束，也有德
义教化的精神追求；有大一统秩序的构建，也有对个
体人格的尊重。艺术的“典则”追求文脉代代相传，制
度的“典则”追求长治久安，二者在古画之中交汇，为
我们今天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留下了珍贵
的图像物证。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 杨碧琴

　　1936年，广东饶邑隆都（今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
旅居马来亚麻坡（今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县）的华侨王
耀江，写给新加坡陈振祥的一封侨信，详细记录了二人
合伙筹措投标费用、互相介绍业务、拆借生意资金的往
来细节。信件内容朴实真切，既体现了旧时侨商经营的
难处，也展现出王耀江无奈逾期还款的诚恳致歉，以及
尽力履约、坚守诚信的可贵品质。
　　当时，王耀江在马来亚麻坡经营怡丰号商号，陈振
祥则在新加坡芽笼车头木伯店内的祥兴号任职，两家
商号业务往来频繁。1936年5月28日，王耀江在信中与
陈振祥商议，准备筹措次月初投标会所需的资金，计划
通过新加坡二吊桥头马车街怡裕米郊的王思亮或王敬
朝代为转交这笔款项。彼时的新加坡已是成熟的国际

金融中心，银行业发达、汇兑便捷，但王耀江却没有选
择银行汇款，而是托付亲友中转，个中原因便是信内提
及的“缘汇小坡汇费高昂”。
　　小本生意经营艰难，每一笔开支都需要精打细算，
既要想办法增收，也要尽量节省成本。一笔高昂的汇
费，就让底层侨商放弃了便捷的官方渠道，尽显谋生的
不易。同时，王耀江处事谦和，凡事都会提前商议、尊重
对方，信中“未卜尊意喜诺否”“故耳如何之处，望即示
晓”等表述，体现出他凡事商量、和气处事的经商理念，
这也是华商能够长久合作、稳定经营的重要基础。
　　但世事难料，原本敲定的款项交接计划，被一场突发
意外彻底打乱。在这次商议后的两三个月里，陈振祥始终
没有收到约定的标会银款。他越等越急，越急越气，于是
提笔接连写了几封信给王耀江，焦急之余难免责备有加。
　　面对友人的质问与不满，王耀江抱着“惶愧汗颜”
的心情，专门回信解释缘由：“复者，上月及是天叠接鲤
简，披诵详悉……缘弟地时衰运蹇，祸在六月初染得一
病，势甚危殆。”

　　原来，当年六月，王耀江突发重病，先后请来多位中西
医名医诊治，许久才逐渐好转、勉强下床休养，这场重病前
后花费了上百元资金。突如其来的病痛，不仅消耗了他大
量积蓄，也彻底打乱了原本的还款计划。他在信中坦言“非
弟胆敢存心搁滞，莫奈愿与心违”，为逾期还款一事致歉。
　　王耀江在信中写道，他已于本月初十日托人向王敬朝
转交五元银款，剩余欠款“候看加拾零天，或能全数完清，如
不能亦还一半，绝不食言”。同时他也说明，此次依旧没有
走银行汇兑，因为“汇水欲五角银，故寄水客呈上耳”。
　　十天后，王耀江再次致信陈振祥，跟进款项进度、重申
履约心意：“月之四日，尝呈廿缄，谅已收妥可卜矣……前
蒙恩借之项，弟时刻铭刻心中。”他告知陈振祥，自己已于
本月初十日托付水客将五元银款交由王敬朝用于还款，同
时告知后续款项收支情况，可谓事事交代清、件件有着落。
此外，他主动表示会在当地为陈振祥尽力寻找商机。
　　两个月后，一封第三方书信佐证了此次还款履约
的全过程。信中记载：“接耀江来信，于十月初八日寄叻
银五元……此银接到。”信中同时提及“耀江所借轮费

等项，问自客岁十月至今还欠若干示知”。由此可知，王
耀江和陈振祥常有生意借贷往来。
　　倘若当初王耀江持续拖延还款，陈振祥手中的侨信，
是否可以作为主张债权的合法依据？答案是肯定的。在民
事诉讼中，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也是当事人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的核心武器。根据当时的法律，书信属于私
人文书，是法定的民事诉讼书证之一；经过本人签名、盖
章的私人文书可直接推定具备真实性。陈振祥收到的王
耀江侨信，落款署名处均有他本人亲笔签名和盖章，只要
陈振祥妥善保存侨信原件，即可成为有效法律证据。
　　时至今日，侨批档案仍可作为处理华侨财产纠纷的
法律证据之一。比如，近年来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司法文书中多次援引侨批文本，并建立起“法院+侨
务+侨联+村委”联动调解机制，将侨批档案嵌入涉侨
司法链条体系。
　　近代闽粤地区的华侨远赴南洋谋生，大多依靠同
乡、亲友的血缘与地缘关系抱团取暖、互相帮扶。通过
留存的多封侨批可以确定，王耀江与陈振祥二人也存

在亲缘关系。
　　对照1946年至1947年的侨批记录可知：1946年11月8
日王耀江从马来亚寄出的书信，以及1947年2月1日陈振
祥从新加坡寄出的书信，收信人均为广东饶邑隆都宅头
村的陈佩香。陈佩香是陈振祥的女儿，也是王耀江口中的
世侄女。由此能够确定，王耀江与陈振祥应为同辈亲友。
　　1946年正值抗战胜利后不久。王耀江特意致信陈
佩香，看似是问候晚辈，实则是借此维系与陈振祥的多
年情谊。信中说，“忆自倭敌南侵，音自鲜通，幸而和平
一载，两地平安”，道出了战乱时期海外华侨与家乡音
讯断绝的艰难处境。他坦言自己“谋事无成，以致至今
不能回塘，愧甚愧甚”，言语谦逊而真诚。同时，他特意
寄出一万元国币表示对晚辈的关心，嘱托对方代为问
候陈振祥夫妇，细节之中尽显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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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往来明信义

古画里的中华礼法文化
——— 故宫“典则：唐宋书画展”观后

侨批里的法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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